
必要性现实主义：
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

李隽旸

　 　 【内容提要】 　 与其说修昔底德例解了国际政治的结构现实主义，不如说修昔底

德的权力理论建构了一种“必要性”现实主义。 作者借助同时代文本和古代注疏细读

修昔底德对城邦国家权力互动的记载，重构其权力理论。 史书中最重要的两个决策

（斯巴达宣战和雅典发展帝国主义）都是围绕“必要性”展开的行动场景，结构上都具

有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三个要素。 决策是困境与恐惧的产物。 静态的必要性场景通

过一定法则组成场景序列，展示权力的动态互动过程。 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即修昔底

德的权力理论；根据场景核心要素，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是一种关于必要性的现实主

义。 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修昔底德权力理论为权力本体论的核心争论———在权力施

展过程中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更充分细致的理解，因此不是结构现实主义

的例证。 必要性现实主义是对修昔底德更准确的解读，并为现实主义理论光谱补充了

一个新的理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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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争归因与权力理论

修昔底德（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归因———雅典人正在变强并给斯巴达人

带去恐惧，迫使（相关各方）进入战争———是对国际政治结构现实主义的例解吗？ 如果不

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 本文认为，修昔底德史述没有例解结构现实

主义理论，他的权力理论是一种关于必要性的现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 ）。 作

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新提案，必要性现实主义在本体论上比结构现实主义更有说服力。

（一）解读修昔底德：结构现实主义还是必要性现实主义

格雷厄姆·艾利森（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认为修昔

底德的“故事主线是将雅典与斯巴达拖入冲突的引力：雅典持续的崛起与斯巴达对这

一事态正在削弱其在希腊优势地位日益增加的担忧。 换言之，他的主题是修昔底德陷

阱以及这一陷阱如何诱捕了古代世界最为传奇的两大权势，即便双方多次试图避免这

一结果”。① 这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解读。 对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解读，主导

了当下国际关系评论者和理论家对修昔底德的读法。 本文将通过重构和比较两个步

骤，批驳错误读法并重构修昔底德关于政治权力的理论。

依据修昔底德的同时代文本和对修昔底德的古代注疏，②本文以如下方式重构修

昔底德的权力理论。 修昔底德笔下有两个最重要的城邦国家对外政策决策场景：一是

雅典场景，雅典决定发展帝国主义；二是斯巴达场景，斯巴达决定对雅典宣战。 两者都

以“必要性”为核心，且具有同样的构成要素：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 雅典场景与斯

巴达场景组成场景序列，形成了权力互动过程。 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构成了修昔底德

的权力理论，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属于一种现实主义理论，可以用决策场景的核心要

素将其命名为“必要性现实主义”。

对比必要性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本文发现两者在权力本体论———在权力施

展过程中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方面完全不同。 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为行为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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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Ｗａｒ： 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ｃａｐ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 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２０１７， ｐ．８５．

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３２３ 年至公元前 １４６ 年）亚历山大缪斯宫图书馆的学者们为古风时代（公元前 ８００ 年

至公元前 ４８０ 年）及古典时代（公元前 ４８０ 年至公元前 ３２３ 年）的希腊作品撰写注疏解释。 要理解古希腊作品，我们

离不开这些古代注解。 这些撰写注解的作者往往没能流传下来姓名，所以今天的研究者以“古代注疏家（ｓｃｈｏｌｉａｓｔ）”
指称。 关于古代注解之起源与流传的一般情况，参见 Ｌ． Ｄ． 雷诺兹、Ｎ． Ｇ． 威尔逊著，苏杰译：《学者与抄工：希腊、拉
丁文献传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０—１５ 页。 关于修昔底德史书的古代边注，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ｌｏｇｅｌ， ｅｄ．， Ｓｃｈｏｌｉａ Ｇｒａｅｃａ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ｍ，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０１９， ｐｐ．１５５－１５９。



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比结构现实主义及其改进版本更充分、更完备的理解。 因此，修昔底

德权力理论是从本体论上增补而非例解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本文提出的必要性现实主

义不仅是对修昔底德政治理论更加准确的读法，本身也是更复杂包容的新理论模式。

（二）“迫使”与“必要性”

结构现实主义将修昔底德引为先驱的理据是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本文重构修

昔底德权力理论的起点也是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 关于战争爆发的原因，修昔底德

说：①

Ｔ１（Ｔｈ． １．２３．６） ②

…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ｕｅｓｔ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ｍｏｓｔ ｕｎｎｏｔｉｃｅｄ ｉｎ ｗｏｒｄｓ，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ｏ ｂ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ｉａｎ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ｆ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ｅｄａｅｍｏｎｉａｎｓ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因为我相信，最真实的原因———但同时也是极少被提及（的原因）———（是）

雅典人正在变强大、（雅典人）给拉栖代梦人带来了恐惧，迫使（他们）③进入战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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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采用《利德尔—斯科特希英字典》附表标准缩写古代作家与作品名字，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 Ａ Ｇｒｅｅ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ｘｖｉ， ｐ．ｘｉｘ， ｐ．ｘｘｉｉｉ， ｐ．ｘｘｉｖ， ｐ．ｘｘｘｖｉｉ。 本文

讨论的核心文本共 ８ 句：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Ｔ１： Ｔｈ． １．２３．６）和雅典帝国主义叙事（Ｔ４： Ｔｈ． １．７５．３， Ｔ５：
Ｔｈ． １．７６．２），辅以修昔底德关于权力的论述（ Ｔ７： Ｔｈ． ５．８９）、修昔底德史书的三则古代注疏（ Ｔ２： Ｓｃｈｏｌ． Ｔｈ．
１．２３．６， Ｔ６： Ｓｃｈｏｌ． Ｔｈ． １．７５．３， Ｔ８： Ｓｃｈｏｌ． Ｔｈ． ５．８９）以及同时代文本埃斯库罗斯悲剧《阿伽门农》 （Ｔ３： Ａ Ａｇ
２１８－２２２）。 本文的论证依赖对文本的批判性理解，基于批判性理解的翻译是本文论证的第一个步骤。 不同于力

求流畅可读的全书译本，本文译文力求贴字，未贴字的补充性内容以括号标出。
本文依据的修昔底德希腊语文本是牛津古典文本版，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Ｓｔｕａｒｔ Ｊｏｎｅｓ， ｅ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２。 校勘本不标页码，文本通过上述缩写与章节编号检索。
考虑到本文的重要读者群是非古典学家，以下称“拉栖代梦”为“斯巴达”。
参考四种现代语言的如下重要译本。 最早且最贴字的英译本为托马斯·霍布斯版，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 ｔｒａｎｓ．，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Ｇ． ＆ Ｗ． Ｂ．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１８２２， ｐ．１４。
最新英译本为杰里米·迈诺特版，参见 Ｊｅｒｅｍｙ Ｍｙｎｏｔｔ， ｅ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
ｔｈｅｎｉａ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１６。较重要的德译本为新版图斯库鲁姆丛书（Ｓａｍｍｌｕｎｇ
Ｔｕｓｃｕｌｕｍ），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ｉß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 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 Ｄｅｒ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Ｋｒｉｅ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０１７， ｐ．１３１。 最重要的法译本为布岱丛书（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ｄé）校勘本，参见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ｄｅ Ｒｏｍｉ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ｄｕ Ｐéｌｏｐｏｎｎèｓｅ， Ｔｏｍｅ 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ｖｒｅ Ｉ， 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 Ｂｅｌｌｅｓ Ｌｅｔｔｒｅｓ， ２０１９，
ｐ．１５。中文译本分别参见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１ 页；修
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５ 页；修昔底德著，何元国

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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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后半句“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迫使（他们）进入战争”，古代注疏家解释如下：①

Ｔ２（Ｓｃｈｏｌ． Ｔｈ． １．２３．６）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ｉａｎｓ …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ｈｅ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ｎｏｕｎｓ ｖｅｒｂｓ； ｆｏｒ

ｈｅ ｗｉｓｈｅ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ｉａｎｓ ｗｈｏ ｂｅｃａｍ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雅典人……迫使（他们）进入战争”：他以动词替代名词；因为他想阐明，变

得强大的雅典人带来了战争的必要性。

修昔底德用来描述斯巴达宣战决定的动词是“迫使（Ｔ１： ， ｆｏｒｃｅｄ）”，古

代注疏家则使用了其同源名词“必要性（Ｔ２： ，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因为在现代语言

中没有准确的对应词，所以单纯通过翻译②无法准确理解这个动词，更无法准确理解

修昔底德借该词描述的行动场景及权力过程。 本文观察到修昔底德在战争归因句所

做出的评论与其雅典帝国主义叙事具有共性，他使用了同一个动词，构成了一类叙事

模式，进而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③ 本文试图证明，从战争归因句出发，以必要性这一

记载权力实施与互动的通用模式，可以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

在战争归因句中修昔底德以“迫使 ／必要性”为核心构造了斯巴达行使权力的场

景，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对外政策决策场景。 本文第二

部分会详细说明“斯巴达场景”的微观构造，即困境、恐惧与主动决策。 第三部分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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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ｌｏｇｅｌ， ｅｄ．， Ｓｃｈｏｌｉａ Ｇｒａｅｃａ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ｍ， ｐ．３１７．
笔者认为， 应当译为“必要性”而非更常见的“必然性”。 被译为“必然性”的原因是，英文

研究者将 译为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中文译者进而采用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一词的含义转译为“必然性”。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本身确实含

有“必然性”这一义项，但是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一词作为 之英译的时候，就需要与 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
本文接下来将证明， 一词含有“必要性”的意思，不含“必然性”的意思。 关于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一词所具有的“必
然性”义项，参见《牛津英语词典》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词条 ７． ｂ： “Ａｎ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ｏｒ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 本文讨论的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基于下义项 ３．ｂ．：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参见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Ｄ⁃Ｒｏｍ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戴维·格里布指出，在阅读修昔底德时，我们不能将即便是像战争归因句（Ｔ１）这样的作者评论视为作者

观点的直接表达。 他接着提道，像战争归因句这样的作者评论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全书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和一

类叙事模式。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ｉｂｂｌｅ，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１８，
１９９８， ｐ．５７。 但是，格里布没有详细解释战争归因句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和叙事模式是如何与史书其他部分特别

是与叙事部分相一致并贯穿全书的，这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供围绕“迫使 ／必要性”形成的第二个决策场景，笔者称之为“雅典场景”，这个场景中

同样含有困境、恐惧与主动决策三个要素。 第四部分简要论证修昔底德围绕必要性塑

造的决策场景是一个关于权力的场景。 基于这一论证，我们有理由将上述决策场景视

为其权力理论的微观展现。 第五部分说明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的关系：围绕“迫

使”与“必要性”两个决策场景形成了一个交替决策序列和权力互动过程。 这就是修

昔底德权力理论的动态过程。 在第六部分，笔者将说明并反驳结构现实主义者将修昔

底德引为先驱的原因。 第七部分将阐明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对权力实施场景中的行

动者—结构关系的认识为何比结构现实主义更加细致以及必要性现实主义这一新理

论模式如何对权力本体论及行动者—结构关系提供了更完整的理解。

（三）必要性与结构现实主义批判

本文基于公元前 ５ 世纪必要性概念的相关研究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然后基

于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批判发展修昔底德的必要性现实主义。 基于必要性对修昔

底德权力理论进行重构主要获益于三类关于必要性的研究。

第一类是关于公元前 ５ 世纪必要性概念的基础研究，包括词语发展史与语义学研

究①以及基于同时代悲剧文本的伦理学讨论。② 必要性的构词史、在悲剧中的用法及相

关伦理学讨论将成为透视修昔底德权力场景的显微镜。 第二类研究关注修昔底德史书

中出现的“迫使 ／必要性”：其中一部分研究试图涵盖修昔底德书中出现的所有相关内

容，③本文的关注点则局限在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必要性。 另一部分研究从特定问题出

发，研究修昔底德的必要性概念，但它们与本文或问题不同，或关注的核心文本不同，

或观点不同。④ 本文试图成为后一类研究中的一个新例。 第三类研究围绕必要性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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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底德与其他作家———如历史家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①前苏格拉底哲学家、②悲剧诗

人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③———进行比较，以阐明修昔底德对必要性概念的发展和贡献。

本文采用同样的比较研究进路：因为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笔下阿伽门农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的困境主要体现为个人层面上的行为体与结构关系的紧张，经过这一比较研

究揭示的修昔底德必要性概念，能够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与结构关系提供新的见解。

对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解读和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批判是本文的另一重

要研究基础。 修昔底德被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视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与现实主义共享

一套基本假设：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主要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冲突永远

无法根除。④ 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皆追溯修昔底德为其理论先驱。 其他理

论流派学者则从各个角度批评了现实主义者将修昔底德引为先驱的做法。 理查德·

勒博（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ｄ Ｌｅｂｏｗ）将修昔底德归为建构主义者，⑤所获支持有限。 迈克尔·多

伊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Ｄｏｙｌｅ）为了争取最广泛的共识，退一步指出修昔底德赞同现实主义

的最基本假设，因此可以称为“极简现实主义者”。⑥ 这一观点得到了古典学家乔赛

亚·奥伯（Ｊｏｓｉａｈ Ｏｂｅｒ）的支持。⑦ 劳里·约翰逊（Ｌａｕｒｉｅ Ｍ． 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修昔底德

是不同于经典现实主义者和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另一种现实主义者。⑧ 丹尼尔·加斯

特（Ｄａｎｉｅｌ Ｇａｒｓｔ）和乔纳森·蒙顿（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ｏｎｔｅｎ）代表了一种更被认可的批评路

径，他们都观察到结构现实主义对修昔底德的理解过于狭隘，修昔底德的史述和理论

要比结构现实主义的简明归纳更加丰富。⑨ 多伊尔的立场正确，但有待进一步精确。

约翰逊的提议则很不明确，因为她的研究没有基于清晰明确的现实主义理论。 加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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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蒙顿则没有集中火力攻击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缺陷。 一方面，经典现实主义关注权

力与正义的关系，这不是本文的关注点；①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将批评聚焦于结构

现实主义的权力本体论，明确这一路径对修昔底德的解读及其缺陷，可以更加准确、清
楚和有力地主张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理论提案。

“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基底就是结构现实主义。 修昔底德最重要的结构现实

主义读者是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和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
华尔兹认为，修昔底德和他一样相信与其他因素体系相比结构的作用更具决定性。②

他追随的是沃纳·耶格（Ｗｅｒｎｅｒ Ｊａｅｇｅｒ）的意见。 耶格认为，战争爆发时的意识形态

冲突实质上是由权力对比决定的。③ 然而耶格的看法难以作为可靠的解读基础，④研

究者需要自行解读修昔底德。 吉尔平则认为，修昔底德对战争的归因构成一种“霸
权战争理论”，霸权战争是一种独特的战争类型，由体系的特定结构特征引起，并引

发体系层面的深层变迁。⑤ 吉尔平解读修昔底德存在的问题不在于他将体系政治变

革的原因归为经济发展，⑥而在于他试图论证修昔底德对体系变迁有兴趣。⑦ 吉尔平

的这一错误归咎显然来自他更早期的研究和更根本的学术信念：他相信体系存在

平衡点，而霸权能够使得体系保持稳定；体系稳定遭到破坏是霸权战争的根本

起因。⑧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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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例如，克兰认为修昔底德对权力政治的展示旨在恢复正义在政治中的地位，参见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ｒａｎ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艾伦斯多夫认为，修昔底德并不认为缺乏正义的权力政治能够塑造成功的对外政策，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Ｊ． Ａｈｒｅｎｓ⁃
ｄｏｒｆ，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２， １９９７， ｐｐ．２３１－２６５。 经典现实主义对修

昔底德的解读不是本文关注点。
具体而言，华尔兹相信，修昔底德认为城邦国家在意识形态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是由它们在城邦体系中的

结构位置决定的。 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３４ 页。

Ｗｅｒｎｅｒ Ｊａｅｇｅｒ， Ｐａｉｄｅｉａ：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ｏｌ．Ｉ：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Ｇｒｅｅ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Ａｔｈｅ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４６， ｐｐ．３９２－３９８， ｐ．４８８， ｎ．５３．

耶格的问题在于，在探讨修昔底德所认为的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时他仅仅将雅典的崛起视为原因。
事实上，修昔底德所说的“最真实原因”是指雅典的崛起还是指斯巴达的恐惧，抑或两者兼有，在耶格之后，学界

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很多讨论且没有达成共识。 本文第二部分还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Ｗａｒ，”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４，

１９８８， ｐｐ．５９２－５９９．
何元国：《“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载《安徽史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０—１２５ 页。
修昔底德未曾对体系表达过任何兴趣。 他既没有对战前和战后的城邦体系进行全面论述，也没有对战

前两大同盟的结构和样态进行足够详细的描述。 他的史书没有体现城邦世界的体系性变革。 关于修昔底德对伯

罗奔尼撒同盟及雅典帝国记载的不足，参见 Ｄｏｎａｌｄ Ｋａｇａ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
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ｐｐ．８－１０， ｐｐ．３１－３４。

关于霸权、两极和多极等国际体系的不同结构的稳定性，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
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６８—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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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华尔兹和吉尔平在内的结构现实主义对修昔底德的解读是本文在政治理论

方面的主要学术争论对象。 如上所述，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

本原因是体系结构对城邦决策的影响，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视为一种结构性解

释。① 这样的看法源自结构现实主义本身对权力和结构的理解。 结构现实主义将权

力理解为行为体所有物，将结构理解为行为的动因。 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评往往从这

两个方面展开，并反映在行为体与结构关系这一核心争论中。 对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

主义读法的批评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的批评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批评路径以罗伯特·基欧

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为代表。② 他以多元主义丰富了权力定义，在多问题领域内对

权力进行分析。③ 但修昔底德并不关心权力在不同领域内的实施，他关心的是帝国政策

和宣战决定等高政治议题。 第二种批评方法由戴维·戴斯勒（Ｄａｖｉｄ Ｄｅｓｓｌｅｒ）所发展。

戴斯勒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理论批评时指出，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困难主要源于其本体

论的贫乏。④ 加斯特对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读法进行批评时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不

过他并没有意识到，结构现实主义解读修昔底德的这一缺陷源于结构现实主义本身在本

体论方面的贫乏。⑤

从戴斯勒和加斯特所代表的第二种批评路径出发，本文将展示虽然修昔底德在归

因过程中对国际体系没有兴趣，但他对权力感兴趣，⑥对行为体的决策场景感兴趣，⑦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除了华尔兹与吉尔平等重要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之外，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往往也这样理解修昔底德，
参见“Ｒ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ｕｌ Ｒ． Ｖｉｏｔｔ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Ｖ． Ｋａｕｐｐｉ，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ｌｅｎｖｉｅｗ：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 ２０１２， ｐｐ．４２－４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ｅｄ．，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 Ａｄａ Ｗ． Ｆｉｎｉｆｔｅｒ，

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３， ｐｐ．５２０－５２７， ｑｕｏｔｅｄ ｂｙ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ａｒｓｔ， “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１， １９８９， ｐ．１９．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ｓｓｌｅｒ， “Ｗｈａｔｓ ａｔ Ｓｔ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３，
１９８９， ｐ．４６３．

加斯特指出，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者，修昔底德不认为权力是行为体所有物，而认为权力是“特定政治环

境中的政治潜能”。 这一观察和论断已经非常接近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批评。 参见 Ｄａｎ⁃
ｉｅｌ Ｇａｒｓｔ，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 ｐ．２０。

关于修昔底德笔下的权力，一个综合性研究参见 Ａ．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ｗ⁃
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关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权力概念异同的研究，参见 Ｕｌｒｉｃｈ Ｇｏｔ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０４，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７９－２３０。 相比于伍德海德对修昔底德笔下权力概念的全面研究，本文仅关注修昔底

德史书中与对外决策场景相关的权力施展过程。 相比于格特的研究，本文仅关注修昔底德笔下的权力概念。
参见 Ｉｌｉａｓ Ｋｏｕｓｋｏｕｖｅｌｉｓ，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Ｗｈｙ Ｗａｒ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ｈａｍ：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９。



对结构与行为体的互动机制感兴趣。 修昔底德将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塑造为以必要

性为核心的决策场景，将权力互动过程展示为这些场景组成的序列。 本文将在第六、

第七部分论证，这种权力理论在本体论方面与结构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基于这种权力

理论的必要性现实主义是丰富而非例解了结构现实主义。 反过来这将表明必要性现

实主义本身亦是独立的现实主义理论提案。

二　 斯巴达场景：发动战争

本文对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重构，从战争归因句开始（Ｔ１： Ｔｈ． １．２３．６）。 该句的

前半句是关于战争的不同“原因（Ｔ１：πρóφασιV， ｃａｕｓｅ）”的性质讨论，本文的研究不

依赖前半句。 后半句的主句是“我相信（Ｔ１： ，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我相信”的具体

内容由描述雅典的两个动词分词结构和描述斯巴达的一个动词不定式结构组成。 第

一个分词结构“雅典人正在变强大（Ｔ１： ，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ｉａｎ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描述行为体面临的困境，第二个分词结构“给斯巴达人带

来了恐惧（Ｔ１： ，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ｆ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ｅｄａｅｍｏ⁃

ｎｉａｎｓ）” 描 述 行 为 体 的 恐 惧， 不 定 式 结 构 “ 迫 使 （ 他 们 ） 进 入 战 争 （ Ｔ１：

，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则指向行为体的主动决策。

本部分将论证在公元前 ５ 世纪雅典的语境中，围绕“迫使 ／必要性”一词所形成的典型

行动场景，其基本结构由“困境”“恐惧”“主动决策”三要素构成。

（一）困境

词义发展史揭示， “ 迫使 ／必要性” 首先指向行动者面临的困境。 “ 迫使

（ ）”这个动词来源于名词 ，①名词本义是“轭” “镣”或者“奴役”。 以

荷马（Ｈｏｍｅｒ）为代表的早期作者将该词用在具体的锁铐场景或主奴关系中。 进入修

昔底德生活和写作的公元前 ５ 世纪以后， 的含义逐渐抽象化，被用来描述行为

体面临的各类困境。② 该词的含义不再局限于锁具和镣铐，也可以指限制行为体的各

种情势与条件。 根据这一抽象含义（而非其本义）， 在现代语言中被译为：（１）

英语中的“压力（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必要性（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困境（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２）德语的“困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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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ｅｋｅｓ，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９， ｐ．７９． 在此，必须指出

的动词源于名词，因为词语发展史中也存在相反的演化方向。
最开始，比喻用法开启了词义抽象化的进程；接着，词性活用延续了这一趋势；动词的出现应当是词义抽象

化的最后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名词逐渐失去本义，获得抽象含义。 施莱肯贝格为这一演变过程给出了足够有

说服力的文本证据。 参见 Ｈｅｉｎｚ Ｓｃｈｒｅｃｋ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ＡＮＫ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Ｗｏｒｔ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 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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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Ｚｗａｎｇｓｌａｇｅ）” “必要性（Ｎｏｔｗｉｎｄｉｇｋｅｉｔ）” “困难（Ｂｅｄｒäｎｇｎｉｓ）”；（３）法语中的“限制

（ｃｏｎｔｒａｉｇｎａｎｔ）”。 该词体现了困境但并不直接体现必然性，因此将 译为“必然

性”有失妥当。 的动词是 ，常见译法有“强迫（ ｆｏｒｃｅ）” “迫使（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 “用强力完成（ｃａｒ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ｙ ｆｏｒｃｅ）”①“迫使（ｚｗｉｎｇ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ｄｒｅ）”等。 因

为是在名词 的“压力”“困境”“强力”等义项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动词的主动形式

指明了其宾语所面临的“困境”，是一种朝向特定方向的压力。 词义发展史提

示我们，构成“迫使 ／必要性”所刻画的行动场景中的第一个要素是困境。 在修昔底德战

争归因句（Ｔ１）中，在斯巴达场景中，第一个现在分词结构“雅典人正在变强大”就是行为

体斯巴达所面临的困境。 与同时代的一段文本对照，②并用名词“必要性”来替代动词

“迫使”，能够更细致理解“迫使”所刻画的行动场景。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阿伽门农率

亚该亚人远征到奥利斯的时候，“……狂风……（使）亚该亚人滞留港口，滞留引发饥

馑”，③“摧毁亚该亚的年轻菁华”。④ 为此，阿伽门农需要杀掉并献祭亲生女儿伊菲革

涅亚（Ｉｐｈｉｇｅｎｉａ）以平息风暴，继续远征，避免士兵死亡和远征失败。 于是他：

Ｔ３（Ａ． Ａ． ２１８－２２２）⑤

ｓｉｎｃｅ ｈｅ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ｌｔｅｒ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 ｉｍｐｉｏ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ｕｎｈｏｌｙ， ｕｎｈ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ｍｉｎ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ｅ ａｌｌ⁃ｄａｒｉｎｇｌｙ ｍｉｎｄｅｄ．

自打套上必要性的绞索，吹着心志转变之风，（这风儿）不虔敬、不神圣、渎

神，从这一刻开始他改变主意，于是心志变得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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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 Ａ Ｇｒｅｅ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ｐ．１００．
本文作者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埃斯库罗斯所写的阿伽门农决策（ Ｔ３）与修昔底德所写的斯巴达决策

（Ｔ１）具有相似性的。 修昔底德的重要注释者霍恩布鲁尔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虽然他和他所引述的文献都并未明

确指出两段文本的相似之处，而这正是本文这一部分的主要目的。 参见 Ｓｉｍｏｎ Ｈｏｒｎｂｌｏｗｅｒ，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Ｂｏｏｋｓ Ｉ－ＩＩＩ，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６６。

Ａ． Ａ． １８８－１８９： Ｍａｒｔｉｎ Ｌ． Ｗｅｓｔ， ｅｄ．， Ａｅｓｃｈｙｌｉ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００８， ｐ．１２．
Ａ． Ａ． １９６－１９７： Ｍａｒｔｉｎ Ｌ． Ｗｅｓｔ， ｅｄ．， Ａｅｓｃｈｙｌｉ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ｐ．１３．
Ｍａｒｔｉｎ Ｌ． Ｗｅｓｔ， ｅｄ．， Ａｅｓｃｈｙｌｉ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ｐ．１４．



阿伽门农不牺牲女儿就必须抛弃军队的困难境地，被埃斯库罗斯比喻为“必要性

的绞索（Ｔ３： … ， ｈａｌｔｅｒ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套上”这一绞索后，阿伽门

农就“改变了心志”。 古代注疏家对战争归因句的注解（Ｔ２）和词义发展史提示我们，
可以用动词“迫使”替代名词“必要性”，因此这句话可以被改写为“绞索迫使阿伽门农

转变心志”。 这样一来，这个句子就与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一样了。 因此，阿伽门

农的行动场景与斯巴达的行动场景也是类似的：困境“迫使”行为体行动。 这两个例

子告诉我们，“困境”是围绕必要性形成的行动场景中的结构要素。 下文将证明在这

类场景中还存在“恐惧”与“主动决策”这两个要素。
（二）恐惧

必要性场景的第二要素是行为体的恐惧。 恐惧属于心理因素。 罗萨莉亚·穆森

（Ｒｏｓａｒｉａ Ｖ． Ｍｕｎｓｏｎ）在探究希罗多德的必要性概念时，认为心理因素属于困境的一

类。 她认为最开始的时候，希罗多德将神、君主等具体因素视为困境；后来，修昔底德

将心理因素等抽象因素也视为困境。① 笔者不同意他的看法，而是认为心理要素独立

于困境，应被视为围绕必要性形成的行动场景中的第二个要素。 在修昔底德的政治史

述中，这个心理要素往往是恐惧。 一个看似自我矛盾的现象能够从反面证明心理要素

在这类行动场景中是独立发挥作用的。 这个现象就是虽然选择艰难、受制于困境，然
而一旦做出选择，悲剧主角就会狂热地执行其决策。 玛莎·纳斯鲍姆（Ｍａｒｔｈａ Ｃ．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观察到，埃斯库罗斯笔下的阿伽门农就是如此（Ｔ３），《七将攻忒拜》（Ｓｅｐ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ｅ Ｔｈｅｂａｓ）中的埃忒俄克勒（Ｅｔｅｏｃｌｅｓ）也是如此。② 莱斯基想要替阿伽门农摆脱道

德责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主角莫不如此：阿伽门农、埃忒俄

克勒、《奠酒人》（Ｃｈｏｅｐｈｏｒｏｅ）中的俄瑞斯忒斯（Ｏｒｅｓｔｅｓ）、《波斯人》（Ｐｅｒｓａｅ）中的薛西

斯（Ｘｅｒｘｅｓ）都因为艰难决策之后的狂热心理，遭到剧中歌队③的批评。④ 歌队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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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对 及其同源词在使用上的区别，参见 Ｒｏｓａｒｉａ Ｖｉｇｎｏｌｏ Ｍｕｎｓｏｎ，
“Ａｎａｎｋｅ ｉｎ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２１， ２００１， ｐｐ．３０－５０。

阿伽门农做出选择之后，马上就把与这一决策相关的态度和情感也合理化了。 参见玛莎·Ｃ． 纳斯鲍

姆：《善的脆弱性》，第 ５０、５４—５５ 页。
公元前 ５ 世纪的古希腊悲剧，部分内容由歌队（ｃｈｏｒｕｓ）以合唱歌（ ｓｔａｓｉｍｏｎ）形式唱出，其他内容由角色

（如阿伽门农）唱出。 一般认为，歌队在悲剧中的作用类似旁观者，歌队唱词或反映“理想化的观众”的看法，或反

映当时社会的普遍常识。 参见 Ｊｏｈｎ Ｇｏｕｌｄ，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Ｍ． Ｓ． Ｓｉｌｋ， ｅｄ．，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 Ｇｒｅｅｋ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２１７－２４３； Ｓｉｍｏｎ Ｇｏｌｄｈｉｌｌ，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 Ｃｈｏｒｕ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Ｇｏｕｌｄ，” ｉｎ Ｍ． Ｓ． Ｓｉｌｋ， ｅｄ．，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 Ｇｒｅｅｋ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ｐ．２４４－２５７。

Ａｌｂｉｎ Ｌｅｓｋ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８６， １９６６， ｐ．８２， ｐｐ．８４－８５； Ｎ． Ｇ． Ｌ．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ｅｓｔｅ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８５， １９６５， 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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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们的决策，而是他们决策之后的狂热。 决策可以受制于“困境”，但狂热会源于

“困境”吗？ 答案是不会。 因此，狂热等心理要素是独立的。
同样，在斯巴达场景中，也有必要把恐惧这一心理要素从困境和主动决策之中

剥离出来视为独立要素。 影响斯巴达在困境中做出决策的心理要素“恐惧”，被修

昔底德写在战争归因句的第二个现在时分词中“给斯巴达人带来了恐惧”。 然而，
紧接其后的不定式结构“迫使进入战争”①没有后接其他动词不定式或直接宾语，因此

读者无法获知是谁受到了迫使又采取了何种行动。② 现代语言译本的译者们无论是

出于语法结构的要求还是澄清语意的需要，都给“迫使”一词补上了直接宾语。③ 马

丁·奥 斯 特 瓦 尔 德 （ Ｍａｒｔｉｎ Ｏｓｔｗａｌｄ ） 指 出， 这 种 做 法 改 变 了 原 文， 使 之 变 成

／ ｆｏｒｃｅｄ＜ｔｈｅｍ＞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即“迫使（他们）进入战

争”。④ 但原文并没有指明到底是迫使谁进入了战争。 有学者认为是斯巴达人，奥斯

特瓦尔德认为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⑤

笔者认为，“迫使”的宾语是斯巴达人。 “雅典人正在变强大”是给斯巴达人而非

给其他人带去了恐惧，因此“雅典人正在变强大”是斯巴达的心理认知，既不是实际情

况，也不是作者的看法。 将“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视为斯巴达对困境的心理认知，这一

看法有四重作用：第一，支持将“迫使”的缺席宾语判定为斯巴达。 第二，疏解了一处

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疑难，即评论与叙事不符，但无须诉诸困难的“修昔底德问题”。⑥

这里原本存在的疑难是，如果将“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视为历史实情或作者的看法，
那么这一作者评论就与作者为这一结论在“五十年纪事（Ｐｅｎｔｅｋｏｎｔａｅｔｉａ： Ｔｈ． １．８９－

１１７）”给出的历史叙事出现了矛盾，因为在对战前 ５０ 年雅典帝国发展的这段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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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需要简单说明，“迫使”不定式位于修昔底德说的“我相信”之后，是间接引语中的不定式，在“我相信”这
个句子的间接引语从句中，承担谓语动词作用。 参见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Ｗｅｉｒ Ｓｍｙｔｈ， “２０１６ （ ａ）： 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ｋ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４４９。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 Ａ Ｇｒｅｅ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ｐ．１００．
布岱法文译本的译法是 ｌ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ｉｇｎａｎｔ ａｉｎｓｉ à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增加了代词“他们（ｌｅｓ）”，而娄卜英文译本的译

法是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ｗａｒ，增加了代词“他们（ｔｈｅｍ）”。 霍布斯的译法比较机智，没有添加直接宾语：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ｃｅｄａｅｍｏｎｉａｎｓ ｉｎｔｏ ｆｅａｒ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ｒ。 霍布斯能够无须添加直

接宾语而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利用了词源结构类似其希腊语对应物的一个英语单词 ｎｅｃｃｉｓｓｉｔａｔｅ。 霍布斯使用

的是由名词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衍生的动词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而修昔底德使用的正是由名词 衍生的动词 。
Ｍａｒｔｉｎ Ｏｓｔｗａｌｄ， ΑΝΑΓΚΗ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３．
阿尔弗雷德·克罗伊赛特认为，可以从第二个现在时分词的动词推断，“迫使”的宾语是斯巴达，这符合

希腊语用法。 除了指出“他们”同时指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奥斯特瓦尔德还论证了修昔底德不写直接宾语的原因

是为了强调“迫使”本身。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Ｏｓｔｗａｌｄ， ΑΝΑΓΚΗ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ｐ．３－４。
对于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报道栏”与“社论栏”相互抵触的矛盾，许多学者都诉诸“修昔底德问题（ ｄｉｅ

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ｉｓｃｈｅ Ｆｒａｇｅ）”来解决，声称相互矛盾的段落写于不同时期，而作者在死前还没有来得及修改，所以未能

注意到矛盾之处。 在此，本文避免对修昔底德的写作过程做这些模棱两可、无法确证的猜想。



中，雅典并没有“正在变强大”，它的权势在公元前 ４４５ 年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

约》以后就陷入停滞乃至收缩。① 第三，将“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视为斯巴达的认知，

可知心理要素并不直接等同于困境，心理要素是行动场景中的独立因素。 第四，恐

惧的来源可以提示修昔底德更接近何种现实主义。 经典现实主义将恐惧视为人性

的自然延伸，而结构现实主义将恐惧视为体系结构的后果。 恐惧源于困境但独立于

困境，由人性和结构共同造就。 这提示我们修昔底德的理论倾向在经典现实主义与

结构现实主义之间。

（三）主动决策

接下来笔者将论证围绕“迫使 ／必要性”使形成的行动场景中，行为体做出的决策

具有主动性。 必要性场景的第三要素是行为体的主动决策。

在大部分情况下， 作为动词的用法是后接宾语名词和其他动词的不定

式，形成“迫使某行为体（宾语名词）去做某事（其他动词不定式）”的含义。 “迫使 ／必

要性”意味着宾语所指称的行为体有所行动。 继续先前对阿伽门农和斯巴达的对比

分析可以揭示，这种行动尽管受到“困境”限制，但这种决策含有自由意志和行为体的

主动性。

埃斯库罗斯没用动词，而是用名词来描述阿伽门农的行动场景：尽管面临困境，但

是阿伽门农“套上了必要性的绞索（Ｔ３： ， ｈｅ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ｌｔｅｒ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首先，前文已经提到，“必要性”一词的本意就是枷锁，所以将必要性

比喻为枷锁，在公元前 ５ 世纪很常见。② 修昔底德应该很熟悉这一比喻。 公元前 ４０５

年上演的欧里庇得斯遗作《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也使用了类似比喻“必要性的镣

铐”。③ 公元前 ４５８ 年④到公元前 ４０５ 年这一时间跨度足够覆盖修昔底德的成长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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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因为修昔底德的叙事与评论存在矛盾，所以关于雅典在这 ５０ 年中的权势发展趋势，学者争论激烈。 一

些学者选择采信修昔底德的叙事，认为在战争爆发前夕雅典已经是一个“饱和权势”；还有一些学者选择采信修

昔底德的评论，不相信雅典那时是“饱和权势”。 参见 Ｄｏｎａｌｄ Ｋａｇａ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ｐ．１０７， ｐｐ．１８９－１９１。

不止一位学者观察到这一点，参见 Ｈｅｉｎｚ Ｓｃｈｒｅｃｋ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ＡＮＫＥ， ｐ．３７； Ｋ． Ｊ． Ｄ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９３， １９７３， ｐ．６５。

弗伦克在解释《阿伽门农》第 ２１８ 行时提示读者注意，欧里庇得斯在《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第 ４４３、５１１ 行

也使用了同样的比喻： Ｅ． ＩＡ． ４４３ （ ）， ５１１ （
）。 参见 Ｅｄｕａｒｄ Ｆｒａｅｎｋｅｌ，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Ｖｏｌ． ＩＩ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１－ １０５５），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１２７。 同时参见“镣铐 ／ 绑带（ ）”一词的字典释义，Ｇｅｏｒｇｅ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 Ａ Ｇｒｅｅ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ｐ．７５４。

这是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一剧在雅典大酒神节公开上演的时间。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Ｌ． Ｗｅｓｔ， ｅｄ．， Ａｅｓｃｈｙｌｉ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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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①修昔底德所使用的动词与公元前 ４５８ 年上演的《阿伽门农》和公元前 ４０５ 年

上演的《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中所使用的名词描述了大致相同的含义。 更重要的

是，当阿伽门农“套上了（Ｔ３： ， ｈｅ ｐｕｔ ｏｎ）”绞索时，这个动词是主动形式而不是

被动形式，体现的是一个主动的动作。② 在直接使用动词描述斯巴达行动的战争归因

句中，我们———特别是今天不用希腊语读修昔底德的我们———看不见斯巴达的动作，

只能看见词义抽象化以后的动词所指明的困境。 正因为如此，一些修昔底德研究者视

战争爆发为“必然”，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读者只看到了结构的作用，忽视了行为

体的作用。 阿伽门农的例子则揭示，无论困境多强大，行为体本身始终会做出一个动

作。 将“必要性”“困境”加诸自身的是阿伽门农本人，而被困境“迫使”进入战争的斯

巴达人事实上是战争的主动发起者。 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和修昔底德的斯巴达都

是“迫使 ／必要性”场景中的行动者。 他们在行动时有多少自愿成分、是否应该为自己

的行动负责，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并无一致意见。 根据现有证据不难论证，阿伽门农

和斯巴达的行动都是主动决策。

先看阿伽门农。 要论证阿伽门农有自由意志，只需讨论并反驳敌对观点的解释策

略。③ 试图为阿伽门农洗脱伦理责任需要尽可能证明他没有行动自由。 这一阵营的

学者或者被迫承认阿伽门农拥有一定的决策选项余地，然后将决策的理由归给环境困

难；④或者不得不承认阿伽门农的自主意愿，但将决策与困境融为一体，然后拒绝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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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修昔底德的生卒年份大概是公元前 ４５４ 年与公元前 ４００ 年。 公元前 ４５８ 年上演的《阿伽门农》应该是他

出生前后的作品，反映了他接受教育时的周遭语境。 关于修昔底德与欧里庇得斯共有的公元前 ５ 世纪晚期智识

语境，参见 Ｊｏｈｎ Ｈ． Ｆｉｎｌｅｙ， Ｊｒ．， Ｔｈｒｅ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ｐｐ．１－
５４。 修昔底德生卒年份的具体推算方法，参见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Ｃａｎｆｏｒ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Ｏｂｓ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 Ｒｅｎｇａｋｏ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 Ｔｓａｋｍａｋｉｓ， ｅｄｓ．， Ｂｒｉｌｌ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６， ｐ．３。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最新注解的作者莱本和托马斯认为，“套上”这个动作表明了阿伽门农“对必要

性的自愿屈从”，同时参见他们对第 ２１８ 行及第 ２２１ 行中两个表示主动决策的动词 和 的注解，Ｄａｖｉｄ
Ｒａｅｂｕｒｎ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ｐ．９１－９２。

认为阿伽门农拥有自由意志、因而要对行动负责的观点很多，这些观点全部可以直接用来佐证笔者的观

点。 具体包括纳斯鲍姆、威廉斯、莱斯基、多兹、莱本与托马斯的研究，参见玛莎·Ｃ． 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第
４１—５７ 页；伯纳德·威廉斯：《羞耻与必然性》，第 １４５ 页；Ａｌｂｉｎ Ｌｅｓｋ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
ｄｙ ｏｆ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８６， １９６６， ｐ．８１； Ｅ． Ｒ． Ｄｏｄｄｓ，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
ｅｓｔｅｉ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６， １９６０， ｐｐ．２７－２９； Ｄａｖｉｄ Ｒａｅｂｕｒｎ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ｕｔｓ， ｐ．ｘｘｘｖｉｉｉ。

多弗认为阿伽门农并非没有其他选择，弗伦克指出是行动的法律后果导致阿伽门农做出决策。 参见 Ｋ．
Ｊ． Ｄ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９３， １９７３， ｐ．６５；
Ｅｄｕａｒｄ Ｆｒａｅｎｋｅｌ，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Ｖｏｌ．ＩＩ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１－１０５５）， ｐｐ．１２２－１２３。



这些不能独立存在的决策能够产生合理的伦理评价。① 第一种策略表明阿伽门农并

非毫无选择余地，第二种策略则拒绝伦理评价而非决策及其主动性的存在。 因此无论

是第一种策略还是第二种策略，阿伽门农的个人意愿和决策的主动性都无法被排除，

主动决策这一要素以不同形态寄居在行动场景中。

再来看斯巴达。 考察事实，斯巴达做出的是主动决策；考察史家意愿，其也没有暗

示或者试图证明斯巴达的宣战行动中没有主动性。 事实上，阿伽门农比斯巴达更加无

辜。 学者可以说阿伽门农这一角色完全是“宙斯的设计”，②进而论证他缺乏自由意

志，但斯巴达却的确是宣战的一方。 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他们通过呼喊和站队投票，

大多数人认定和约已遭破坏，是雅典人违背了和约；③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绝大

多数盟邦投票决议开战；④对于主动宣战，斯巴达人耿耿于怀，直到《尼基阿斯和约》破

裂后大战第二阶段再启时，他们仍然认为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应该归咎于自己；他们

耿耿于怀的两个过错⑤实际上表明，是斯巴达人自己违背和约并主动宣战。

因此，修昔底德写战争归因句（Ｔ１）是在为斯巴达人辩护，是在强调斯巴达人宣战

时的“困境”。 但是强调行动场景中的一个要素“困境”，不等于抹杀场景中的另一个

要素“主动决策”。 修昔底德既无法抹杀宣战这一行动场景中斯巴达的自由意志，也

不想抹杀。 奥斯特瓦尔德考察了史书中所有的“迫使 ／必要性”用法之后断言，没有证

据表明修昔底德视事件展开的每一步及其顺序都是由“必要性”直接决定的。⑥ 麦克

劳德（Ｃ． Ｗ． ＭａｃＬｅｏｄ）也认为，“必要性”一词既不意味着“命中注定”，也不意味着

“毫无选择”。⑦ 罗伯特·康纳（Ｗ．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ｎｎｏｒ）则说，该词既不是“哲学上的确定

性”，也不是“实践中的必然性”。⑧ 另一方面，努南（Ｊ． Ｄ． Ｎｏｏｎａｎ）指出，修昔底德使

用动词“迫使”而非古代注疏家所提议的名词“必要性”，这表明修昔底德想要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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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例如，莱斯基可以声称“必要性影响下的选择不是自愿选择”，但是接着他不得不承认“必要性和个人意

愿密不可分”。 参见 Ａｌｂｉｎ Ｌｅｓｋ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 ｐ．８２。
Ｎ． Ｇ． Ｌ．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ｅｓｔｅｉａ，” ｐ．４３．
Ｔｈ． １．８７：斯巴达人投票决议，认为雅典已经破坏了和约。
Ｔｈ． １．１２５：伯罗奔尼撒同盟盟邦投票赞成开战。
参见 Ｔｈ． ７．１８．２。 两个过错一个是忒拜人（Ｔｈｅｂａｎｓ）在和平时期主动进犯普拉提阿（Ｐｌａｔａｅａ），引起大战战

端；另一个是斯巴达人不接受雅典人根据三十年和约条款提出的仲裁请求，而自行投票判定和约破裂，需启战争。
Ｍａｒｔｉｎ Ｏｓｔｗａｌｄ， ΑΝΑΓΚΗ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５２．
Ｃ． Ｗ． ＭａｃＬｅｏ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ＩＩＩ ９－１４， ３７－４８，” ｐ．６４， ｎ．１． 霍恩布鲁尔采信了

他的看法，参见 Ｓｉｍｏｎ Ｈｏｒｎｂｌｏｗｅｒ，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Ｂｏｏｋｓ Ｉ－ＩＩＩ， ｐ．６６。
Ｗ．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ｎｎｏｒ，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ｐ．３２， ｎ．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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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辞和归因上与诗歌传统拉开距离的诺言。① 在古希腊的诗歌传统中，人类无力干涉

“神的必要性”“宇宙的必要性”等困境；修昔底德无视这类困境，只关注人类可以发挥

主观能动作用的那类困境。② 而人类要能够对困境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首先就必须具

备行动主动性。

综上所述，通过比照同个时代、同类措辞的阿伽门农行动场景，笔者还原出了斯巴

达行动场景中的三个要素：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 接下来笔者将证明这三个要素是

修昔底德史书中同类行动场景的通用叙事模式，因为史书中还存在一个围绕必要性的

行动场景，这一行动场景所涉及的对外政策决定———雅典决定发展它的帝国———与斯

巴达宣战这一决策同等重要且联系紧密。

三　 雅典场景：发展且不放弃帝国

在斯巴达场景中，“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被斯巴达视为困境要素。 同时，雅典帝国

的发展和维持同样属于由“迫使 ／必要性”所刻画的这类行动场景。

（一）雅典场景

雅典场景的文本基础是修昔底德史书第一卷的雅典人演说（Ｔｈ． １．７３－７８）。 大战

爆发之前，伯罗奔尼撒同盟及其他希腊城邦在斯巴达集会，遭到雅典不公正对待的各

个城邦提出对雅典的控诉。 面对各方控诉，一位没有具名的雅典使节发表了一篇帝国

辩护词。 在演说中，他这样阐明雅典发展帝国的决定与原因：

Ｔ４（Ｔｈ． １．７５．３）

·７８·



①

②

修昔底德在史书中专门谈论他的撰史方法的章节坦白，他的史书将不会像诗歌一样含有引人入胜的动

听故事。 Ｔｈ． １．２２．４．１－３：“在听觉上，（我的史书）将因为缺少故事而显得没有那么令人愉悦。”
努南指出，因为“必要性”这个名词会唤起同时代读者对“神的必要性（ ， ｄｉｖｉｎ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宇宙的必要性（ κóσμο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ｓｍｏｓ）” 的联想，所以修昔底德没有像此处的古代注疏家和另外

一位古代修辞家狄奥尼修斯建议的那样使用名词来写这个句子，例如使用 即“ｗａｒ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即“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ｒ”等简洁的表达。 参见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致阿

玛乌姆的信 ／ 论修昔底德的风格》 （Ｄ． Ｈ． Ａｍｍ． ２．６）， 转引自 Ｊ． Ｄ． Ｎｏｏｎａ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１．２３．６： 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 ｏｆ
Ｈａｌｉｃａｒｎａｓｓ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ｉｏｎ，” ｐｐ．３７－４９。 但是笔者对努南的论断有一个保留意见：像埃斯库罗斯那样自然地

遵从史诗传统使用名词形式，未必不能描绘人类能够行动的场景。 如前文所述，埃斯库罗斯的办法是加上“套
上”这个主动形式的动词，以明确行为体的自由意志。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ｄ ｗｅ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 ｂｙ ｆｅａｒ， ｔｈｅｎ ｂｙ ｈｏｎ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ａｌｓｏ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因为此事（之性质）自身，我们受（以下因素的）强力迫使，起初发展（帝国）

到如此程度：最重要的是恐惧，接着是荣誉，后来是利益。

雅典 使 节 在 此 使 用 的 是 “ 迫 使 ” 一 词 的 加 强 变 体 “ 强 力 迫 使 （ Ｔ４：

κατηναγκσθημεν， ｗｅ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ｂａｃｋ）”①和被动语态来描述雅典的决策场景。 在

先前的斯巴达场景中，修昔底德使用了“迫使”一词的主动语态。 表面看来，在这个句

子所描述的决策场景中，“恐惧”“荣誉”“利益”是困境，“起初增强帝国到如此程度”

体现了雅典的主动决策，“此事之性质本身”则是连接困境与决策的第二要素。 但笔

者认为并非如此。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照雅典使节接下来的一段话。

Ｔ５（Ｔｈ． １．７６．２）

Ａｌｓｏ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ｎｏｒ ＜ｈａｖｅ ｗｅ ｆａｒｅｄ＞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ｆ， ａｓ ｗ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ｈｏｎｏｒ， ｆｅａ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ｗ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ｗａｓ ｏｆ⁃

ｆ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ｉｆ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ｌｅｔ ｇｏ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ｍｐｉｒｅ＞， …

如果说我们被（三个）最重要的（理据）———荣誉、恐惧、利益———打败，接受

了交来的帝国并且不放弃这个（帝国），（那么，）我们这样行事并不令人惊讶，也

没有违反人之常情……

这段话（Ｔ５）是对上一段话（Ｔ４）的部分重复。 在如此紧邻的两段话中，雅典使节

的看法和意图不可能有什么不同。 因此，此处演说中的重复是为了强调和给听众留下

更深刻的印象。 所以，这两段文字可以相互揭示对方的含义。

（二）困境

首先，我们借助古代注疏家对修昔底德这段文字的注解，来确定该必要性场景中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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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构成是 。 其中， 就是前面所讨论的“迫使”一词， 作为

动词前缀，一般起强调作用。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 Ａ Ｇｒｅｅ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ｐ．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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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要素。 笔者认为，雅典使节重复了两次的“恐惧、荣誉、利益”并不是场景中的

困境因素。 虽然雅典使节说，发展帝国主义是受到这三个动机的“强力迫使”，接着又

说，雅典人被这三个动机“打败（Ｔ５： ，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① 然而，根据第

二部分对词语使用环境的描述以及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等同时代作品我们知道，

在修昔底德的时代，“迫使 ／必要性”仍然能够令人清楚联想到某种具体的镣铐或锁

具。 在这样的语境下，将恐惧等心理活动直接视为困境，可能导致真正的具体困境被

遮蔽。 因此，在确定该场景中的困境要素时，我们需要寻找的是造成恐惧等心理活动

的具体事态。 这样才更符合这个词语在这个时代的用法。

那么具体是什么事态导致了雅典的恐惧？ 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使节没有直接说

明，为这段话做注解的古代注疏家则指出了雅典恐惧的两种可能来源：②

Ｔ６（Ｓｃｈｏｌ． Ｔｈ． １．７５．３）

．

ｂｙ ｆｅａｒ： ＜ｆ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ｂａ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ｍ⁃

ｐｉｒｅ．

“被恐惧”：对蛮族（的恐惧）或是对在帝国内艰难忍受的属邦（的恐惧）。

据此，雅典恐惧的是波斯入侵和帝国属邦暴动。 雅典决策场景中的困境要素是这

两个事态，而非抵抗波斯带来的荣誉和控制属邦所获得的利益。

（三）恐惧

在雅典场景中，荣誉和利益既不是困境，也不是心理要素；只有恐惧是心理要素。 这

一点与斯巴达场景也是一样的。 行为体的总体决策是“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Ｔ４：

，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ｈｅｉｇｈｔ）”，具体分为两步：第一步，

雅典“接受了交来的帝国（Ｔ５： ， ｗ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ｗａ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第二步，雅典“不放弃这个（帝国）（Ｔ５： ，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ｌｅｔ ｇｏ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ｍｐｉｒｅ＞）”。 古代注疏家的解释（Ｔ６）告诉我们，雅典既恐惧波斯入侵，

又恐惧属邦暴动，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波斯是第一个阶段的困境，属邦是第二个阶段的

困境，荣誉和利益分别属于这两个阶段，影响雅典人在其中的决策。 对雅典的整体决

·９８·



①

②

如前所述，雅典使节的发言在很短的范围内形成了重复（Ｔ４ 与 Ｔ５），因此可以将“强力迫使”和“打败”视
为同义重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ｌｏｇｅｌ， ｅｄ．， Ｓｃｈｏｌｉａ Ｇｒａｅｃａ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ｍ， ｐ．３９１．



策 “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持续发挥作用的只有恐惧。① 换言之，雅典场景中一以

贯之的心理要素和斯巴达场景一样都是恐惧。
（四）主动决策

雅典场景中的决策同样是一个主动的决策。 这一场景中的决策即“发展（帝国）
到如此程度”一语，是由“迫使”的衍生词“强力迫使”引导的。 通过前文中对阿伽门农

场景和斯巴达场景的归纳可知，使用“迫使 ／必要性”来刻画的决策场景，无论包含什

么样的困境，最后的决策都是出于主动。 无论如何，雅典人面临的困境不会超出受到

宙斯等神明限制的阿伽门农。 因此，雅典决定要“接受帝国”和“不放弃帝国”并“发展

（帝国）到如此程度”是主动为之。
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在写作雅典发展并拒不放弃帝国这一行动场景时，使用了与斯

巴达宣战场景一样的叙事模式。 两个场景都由“迫使 ／必要性”刻画，都具有这一场景类

型的三个要素，行动结构相同。 与之相对，这一时期的另一位史家希罗多德从未使用这

一词语和模式来记载雅典的扩张决策。② 所以有理由认为，围绕“迫使 ／必要性”来建立

政治决策场景是修昔底德史书中一以贯之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为修昔底德所特有。 这一

叙事模式为进一步提炼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提供了基于伦理学分析的微观基础。

四　 修昔底德的权力场景

现在让我们从伦理学转向政治学，论证这类行动场景属于权力场景，构造修昔底

德权力理论的静态基础，为构造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动态过程做准备。 笔者做出这一

论断的理论依据来自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文本依据则来自修昔底德史书第五卷中

的弥罗斯对话（Ｔｈ． ５．８５－１１２）。

亚里士多德以考察“与生活相关的行动”的伦理学作为政治学的基础，③这表明从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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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恐惧”一词适用于雅典帝国主义的整个历程，而非仅适用于雅典帝国主义的两个阶段（接受帝国；不放

弃帝国）当中的一个，是因为引导“恐惧”的副词是“最重要的（Ｔ４： μλιστα， 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它的时间含义较弱，主
要限定的是程度。 这一引导副词没有对“恐惧”做过强的时间限定，我们有理由推定，雅典人感到的“恐惧”可以

适用于帝国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
Ｒｏｓａｒｉａ Ｖｉｇｎｏｌｏ Ｍｕｎｓｏｎ， “Ａｎａｎｋｅ ｉｎ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ｐｐ．４１－４２．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三章（Ａｒｉｓｔ． ＥＮ． Ｉ．３ １０９５ Ａ ２－４）：“因此，年轻人不适合于成为政

治学的学生；因为他们对生活中的行动无知，而（政治学）讨论基于这些（行动），考察这些（行动）。”亚里士多德在此

说明，《尼各马可伦理学》讨论的是“生活中的行动（ ， ｄｅｅ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ｌｉｆｅ）”，同时暗示，
“基于并考察这些行动”的政治学属于另外一部作品，即他的《政治学》。 关于政治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

何是以研判个体行为方式的伦理学为基础的以及关于该问题的学术讨论，可参见 Ａ． Ｗ． Ｈ． Ａｄ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１， １９８４， ｐｐ．２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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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场景中提炼出政治学理论是可能的。 同时，雅典人在弥罗斯对话中的一段发言可

以证明修昔底德关于政治权力的看法与“必要性”密切相关。 雅典使节说：

Ｔ７（Ｔｈ． ５．８９．１．７－９）

… ｓｉｎｃｅ ｗｅ ｂｏｔｈ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 ｉｓ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ｅｑｕ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ｏｌ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ｄｏ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ｃｃｅｄｅ．

……你我都清楚，实践理性之中的正义取决于双方必要性相等，而拥有权力

的（一方）行动，没有权力的（一方）默许。

这句话及其古代注解表明，在修昔底德看来可以用必要性来界定权力。 在这句话

中，“你我都清楚”的具体内容分为两个分句，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双边关系。 这两个分

句通过 连接，表明这两种关系形成了对比。① 前一个分句描述的双边关系中，

双方拥有的必要性彼此相等（Ｔ７： ，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ｅｑｕ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因为两个分句形成对比，所以后一个分句描述的就是必要性不相等的关系。 此时，修

昔底德转变了措辞，他把必要性不对等的双方分别称为“拥有权力的（Ｔ７：

，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ｏｌｄ ｐｏｗｅｒｓ）”和“没有权力的（Ｔ７： ，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② 这样我们就发现，修昔底德是在用权力反映必要性的

状况。

古代注解将拥有“相同的必要性（Ｔ７： V，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ｑｕ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直接解释为“拥有相等的权力（ Ｔ８： ，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ｅｑ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③

·１９·



①

②

③

连接词 通常引导一组相反的内容，关于这一功能参见 Ｊ． Ｄ． Ｄｅｎｎｉｓｔ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ｘ⁃
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４， ｐ．１６５。

在三个中文译本中，此处的两个主语都被译为“强者”和“弱者”，而这两个主语的字面意思分别是“拥有

权力的”和“没有权力的”。 前者是以动词分词形式写出，直译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后者以形容词指代，这个

形容词的构成方法是在“权力（ ， ｐｏｗｅｒ）”一词前加上否定性前缀 －。 两个主语同时使用了权力掌握状况

来表达必要性，这不可能是修昔底德随便选的词，他是要借助必要性来谈论权力。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ｏｔｔ， Ａ Ｇｒｅｅ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ｐ．２５６； 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４６６ 页；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

史》，第 ３１３ 页；何元国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３５０ 页。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ｌｏｇｅｌ， ｅｄ．， Ｓｃｈｏｌｉａ Ｇｒａｅｃａ ｉ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ｍ， ｐ．７９４．



Ｔ８（Ｓｃｈｏｌ． Ｔｈ． ５．８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ａｐ⁃

ｐｒｏｖｅ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ｅｌｌ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ｑ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ｍｅｎ ｏｆ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ｈｏ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ｈ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ｒ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ｆｕｓｅ．

“实践理性之中”：那时的人类盘算重视正义，只要各方拥有相同的权力；但

只要一方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就会全力使用权力，而较弱一方无法说不。

古代注疏家确认了修昔底德将必要性与权力联系起来这一事实，但是否全盘接受

这一古代注解，我们应该审慎。 修昔底德的重要注释者戈姆（Ａ． Ｗ． Ｇｏｍｍｅ）指出，

“必要性”一词在此处语境中的具体含义，最接近雅典场景中的必要性。① 本文第三部

分已经论证恐惧、荣誉、利益背后的波斯入侵和属邦暴动才是雅典场景中的困境要素。

笔者认为，修昔底德用必要性状况指示了权力所有状况，但他没有将必要性状况等同

于权力所有状况。 修昔底德此处所说的必要性指的是行为体面临的困境，是行为体即

将进行决策时所拥有的选项池，与阿伽门农场景、斯巴达场景和雅典场景中的必要性

是同一种要素。

此外，这句话及其古代注解还表明由必要性界定的权力反映在行动决策之中：

“拥有权力的（一方）行动（Ｔ７： ，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ｏｌ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ｄｏ）”“只要一方拥有……权力，他们就会……使用权力（Ｔ８：

，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ｍｅｎ ｏｆ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ｈｏ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ｈ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ｐｏｗｅｒ）”。 行为体做出决策就是在使用权力。 必要性场

景的第三要素决策及其主动性也出现在这段文本所描述的权力场景中。

雅典使节对弥罗斯人说的这番话塑造了一个权力场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

这个权力场景既指涉了必要性，又指涉了决策及其主动性，是一个必要性场景，与斯巴

达场景和雅典场景具有类似的结构。 同时，修昔底德试图通过雅典使节的看法来呈现

“那个时代（Ｔ７： τóτε，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关于权力的普遍看法，这种看法和他自己在斯巴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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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 Ｗ． Ｇｏｍｍｅ， Ａ． Ａｎｄｒｅｗｅｓ ａｎｄ Ｋ． Ｊ． Ｄｏｖ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Ｖ：
Ｂｏｏｋｓ Ｖ ２５－ＶＩＩ，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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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场景与雅典场景中所塑造的场景含有一样的要素。 弥罗斯对话和雅典场景属于叙

事部分的演说辞，斯巴达场景属于作者评论。 只有当叙事内容与作者评论相同的时

候，我们才能推定反映在这处叙事里的看法也是修昔底德本人的看法。 据此可以推

断，弥罗斯对话中雅典使节的话反映了修昔底德本人的看法。 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基

于他反复刻画的这个必要性场景。

五　 场景的性质与序列

围绕必要性形成的不同权力场景存在如下联系。 雅典场景中的主动决策要素

“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构成了斯巴达场景中的困境要素“雅典人正在变强大”。 将

“迫使 ／必要性”引导的多个行动场景前后相连，就得到了一个场景序列。 基于上一部

分结论可以推断这个场景序列刻画了权力的互动过程。

（一）场景序列

由“迫使 ／必要性”刻画的多个行动场景，如果一直在行动者 Ａ 和 Ｂ 之间展开，就

可以以如下方式连接在一起。 用 Δ［ ｔ］ Ａ 来描述时刻 ｔ① 的行为体 Ａ 的行动场景。

Δ［ｔ］ Ａ（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指示 Ａ 在这一场景中面临的困境，即“必要性”，Δ［ ｔ］ Ａ（ ｆｅａｒ） 指示

Ａ 基于困境采取行动时所感受到的恐惧，Δ［ｔ］ 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指示 Ａ 的主动决策。 这些

指示标记的值对应某一历史事实。 加上另外一个行为体 Ｂ 以后，可以将多个场景组

成的序列描述如下。

表 １　 场景序列

时刻 行动场景 第一要素：困境 第二要素：恐惧 第三要素：主动决策

１ Δ［ｔ］ Ａ 　 Δ［ｔ］ Ａ（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Δ［ｔ］ Ａ（ｆｅａｒ） 　 Δ［ｔ］ 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２ Δ［ｔ＋１］ Ｂ Δ［ｔ＋１］ Ｂ（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Δ［ｔ＋１］ Ｂ（ｆｅａｒ） Δ［ｔ＋１］ Ｂ（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 Δ［ｔ＋２］ Ａ Δ［ｔ＋２］ Ａ（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Δ［ｔ＋２］ Ａ（ｆｅａｒ） Δ［ｔ＋２］ 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４ Δ［ｔ＋３］ Ｂ Δ［ｔ＋３］ Ｂ（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Δ［ｔ＋３］ Ｂ（ｆｅａｒ） Δ［ｔ＋３］ Ｂ（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５ …… …… ……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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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表 １ 中，暂时假定时间以决策场景为单位推进，线性匀速流逝。



必要性场景之间存在链接法则 Ｐ。 相邻场景的连接方式是，行为体困境来自上一

时刻的对手决策，即 Δ［ｔ＋１］ Ｂ（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Δ［ ｔ］ 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Δ［ ｔ］ Ａ（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Δ［ ｔ－
１］ Ｂ（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这里使用的等号可以理解为赋值等号，即先决策的行为体塑造后决策

的行为体的可选决策项，也就是后决策行为体所面临的困境。① 在表格中，这一链接

法则用表格单元的相同底色标记。
前文已经分别用文字还原过斯巴达宣战场景和雅典帝国主义场景，这些场景还可

以使用场景序列来呈现。 雅典在 ５０ 年时期［Ｐｅｎｔｅｋｏｎｔａｅｔｉａ， Ｐ］发展帝国主义的行动

场景，用 Δ［Ｐ］ Ａ 指示；斯巴达在公元前 ４３１ 年宣战的行动场景，用 Δ［４３１］ Ｓ 指示。 结

合文本证据与历史描述的场景序列如下。 两个突出显示的灰色格子表明链接法则 Ｐ：
斯巴达场景的困境要素来自上一场景中雅典的决策。

表 ２　 序列中的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

Δ［Ｐ］ Ａ

雅典帝国主义场景
及其文本证据

Δ［Ｐ］ Ａ（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波斯、属邦（Ｔ６）

Δ［Ｐ］ Ａ（ｆｅａｒ）
“恐惧、荣誉、利益”，
主要是恐惧（Ｔ４，Ｔ５）

Δ［Ｐ］ 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接受了交来的帝国并且不放
弃这个（帝国）”（Ｔ５），
“受到……强力迫使，发展（帝
国）到如此程度”（Ｔ４）

Δ［４３１］ Ｓ

斯巴达宣战场景及
其文本证据

Δ［４３１］Ｓ（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雅典人正在变强
大”（Ｔ１）

Δ［４３１］ Ｓ（ｆｅａｒ）
“给斯巴达人带来了
恐惧”（Ｔ１）

Δ［４３１］ 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迫使 （ 斯 巴 达） 进 入 战 争”
（Ｔ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选项池变动

在政治历史和现实中，随着时间流逝，场景序列中的行动者选项池 Δ［ ｔ］ Ａ（ｎｅｃｅｓ⁃

ｓｉｔｙ）不断发生变动。 选项池可能越来越大，也可能时而变大、时而变小。 令人印象最

深刻的可能情形是选项池越来越小，危机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形中，决策选项池在开

始的时候比较大，可以粗略认为行为体的决策接近完全自由选择。 接着，行为体每做

出一个选择（包括选择无所作为），决策选项池就缩小一些。 最后所剩的极小选项池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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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清楚就单一行为体而言，决策选项可以通过必要性传递，严格来说是否成立，存在哲学上的争论。
参见 Ｅｒｉｋ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Ｎｏûｓ，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０， ｐｐ．２７７－
２９０。 本文考虑的是一对战略对手，并暂且基于有利于本文论证及一般常识的观点，做出以下就哲学讨论而言是

粗放的、但就本文论证来说精度足够的假定：决策选项池即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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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被称为“必然”。① 这一过程并不是跌入一个已成型的陷阱，而更像电线或鞋

带在不经意间逐渐缠绕成团。 在双方交替决策的时候，决策选项池随着时间流逝而逐

渐坍缩。
是什么使得选项池随着时间流驶发生了变化？ “迫使 ／必要性”主导的场景类型

的结构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根据链接法则 Ｐ，困境要素和主动决策要素彼此交替，不
足以刻画事态恶化；事态变化的动力往往来自行为体的恐惧。 在必要性场景中，虽然

当前场景的困境要素与上一个场景的决策要素虽然由链接法则 Ｐ 相连，但在当前场

景中，困境与主动决策却并不直接相连，连通二者的是恐惧。 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

中，两个行为体在受到“迫使”后，决策都是在“恐惧”②之中做出的。
修昔底德笔下的困境与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决策都不是必然

的。③ 以恐惧为代表的心理要素的不确定性确保了困境和决策之间不存在任何“必
然”联系，行为体的主动决策有可能明智也有可能愚蠢。 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构成了

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对未来的预测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六　 修昔底德为什么不是结构现实主义者

前文完成了对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重构。 在此基础上，本部分试图理解这一问

题：为什么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倾向于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解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并指

出这种理解存在的问题。
（一）为什么修昔底德看起来是结构现实主义的

必须承认，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看起来确实有结构现实主义特征。 在对这一看

法进行反驳之前，我们必须弄清这些特征出现的原因。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

是修昔底德确实在战争归因句提及了结构变化，二是修昔底德的写作目标之一确实是

为国家对外行为寻找普遍模式。 这两点与结构现实主义相同，是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

他们可以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解读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例解的主要原因。

·５９·



①

②
③

需要再次重复第二部分的主要论点：极小选项池的“迫使 ／ 必要性”不等于“别无选择”或“必然性”；再小

的选项池也需要决策主体自主做出决策。
雅典： ， “ｆｅａｒ”， Ｔｈ． １．７５．３（Ｔ４）， ７６．２（Ｔ５）；斯巴达： ， “ｐａｎｉｃ ｆｅａｒ”， Ｔｈ． １．２３．６ （Ｔ１）。
因此，修昔底德绝非历史决定论者，也绝非结构决定论者。 德罗米利指出，修昔底德会区分“必然（ ｉｎｅｖｉ⁃

ｔａｂｌｅ）”和“必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她对比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的相关作品之后说，他们之所以认为雅典帝国主义是

必然的，正是因为他们缺少对心理因素的观察。 参见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ｄｅ Ｒｏｍｉｌｌｙ，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ｎｉ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
ａｌｉｓｍ， Ｓａｌｅｍ ａｎｄ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Ａｙ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８， ｐｐ．３２０－３２１。 关于结构在修昔底德权力理论

中的作用，第七部分将予以更详尽的说明。



第一，在评论何为战争爆发原因时，修昔底德确实提及了结构变化，这使得我们有

可能误解修昔底德找到的原因就是结构因素。 战争归因句中的“雅典人正在变强大”
清楚表明城邦体系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既然修昔底德在战争归因句中提及了

结构，如果不像本文第二到第五部分那样努力对照语境明确含义，那么认为修昔底德

将战争爆发的原因推给了国际结构的变化就成了很自然的看法。
第二，修昔底德确实想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的普遍模式。 首先，修昔底德在方法论

章节提到自己的写作目标是：基于过去、基于人性不变这一假定，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将

来。① 其次，作为战争史家，他最关心的过去和将来是战争与和平，是国家的对外行为。
只有当过去与将来的行为模式相似或一致，他才能基于过去预见将来。 因此，修昔底德

的方法论显示，在过去的行为中寻找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是修昔底德史书的写作目的

之一。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目标是解释国家对外行为为何一再重现，并解释国家对外行

为模式的普遍性。② 因此，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与修昔底德具有同样的理论目标。
（二）为什么不能使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解修昔底德

首先，在寻找并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普遍模式时，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基于历

史与现实的事实相似推断历史再现的可能。 但是时事殊异，我们几乎根本不可能正确判

断古代事件是否会再现、会以何种程度和面貌再现。 利用古代战争史述的正确方法不应

该从史实推断现实，而应该从历史叙事中寻找叙事模式、从叙事模式中提炼政治理论，再
以理论比照经验现实。 这是从史实到事实的艾利森式路径不适用于修昔底德的主要原因。

其次，修昔底德尽管提及了国际结构、尝试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的普遍模式，但是他

并不是从国际结构中寻找国家对外行为模式：一方面，国际结构只是他刻画的行动场

景中的结构要素。 在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中，修昔底德着重刻画的结构要素不是国

际体系的结构，而是与行动者决策密切相关的“必要性”。 国际体系的结构与行动者

面临的“困境”并不相同。 另一方面，必要性场景中还含有恐惧要素，由结构与行为体

性格共同决定。③ 行动并不是由结构单独决定的。 必要性场景的上述两个特征表明，
修昔底德不可能指望单独依靠结构来寻找国家行为的普遍模式，所以他不是结构现实

主义者。 这是华尔兹理论路径不适用于修昔底德的根本原因。
修昔底德笔下的国家对外行动在必要性场景中展开，模式的普遍性体现在场景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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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 １．２２．４：“将会想要洞察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和将来依据人性有可能再次如此这般发生的事情的清

晰（图景）的任何人，将能够认为（我的史书）足够有用。”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７３ 页。
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经典现实主义认为恐惧来源于人性，结构现实主义认为恐惧来源于结构，而修昔底

德必要性场景对恐惧的刻画位于这两者之间，说明修昔底德现实主义的理论倾向也位于这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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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构中，①而他的必要性场景刻画的不是结构，而是结构与行动的关系。 必要性场景为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争论———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七　 修昔底德的理论贡献

本部分将证明修昔底德权力理论提供的国家对外行为普遍模式，对国际政治现实

主义中关于行为体与结构关系的核心争论做出了贡献。 必要性场景更新了我们对行

为体—结构关系的理解，必要性现实主义可以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替代进路。 相较于

结构现实主义，必要性现实主义是对修昔底德权力理论更准确的总结，必要性现实主

义本身也是一个更加充分、更有解释力的现实主义理论提案。

（一）权力定义：基于行为体还是基于结构

在现有的权力研究中，存在两类定义权力的方法：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定义方法和

以结构为中心的定义方法。 前者重视行为体本身，以史蒂文·卢克斯（Ｓｔｅｖｅｎ Ｌｕｋｅｓ）

的研究为代表。② 行为体中心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体是权力的唯一来源。 后者将行

为体视为次要因素，强调权力的其他来源，以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克拉丽

萨·海沃德（Ｃｌａｒｉｓｓａ Ｒｉｌｅ Ｈａｙｗａｒｄ）和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等的研究为代

表。 其中，达尔强调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海沃德的关注重点是权力主体形成的结构，

福柯的研究则是从权力的客体出发。③

（二）结构因素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关于权力的这两类定义所形成的行为体—结构对立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因为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际体系这一结构因素具有核心地位。 仅仅基于行为体定义国家

权力是不够的，结构中心的权力定义不可或缺。

国际体系是国际政治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是这

一学科的根本特征。 这一核心地位有两重含义：其一，国际体系本身具有内在动因，

“国际关系史研究所以具有独特的重大价值，是因为国际政治有其作为历史一大基本

动因的固有的、独立的意义”。④ 其二，国际体系是其他事件发生的原因而非后果。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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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见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所描述的必要性场景的结构。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ｕｋ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３， Ｎｏ．３， ２００２， ｐｐ．４９１－４９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 Ｎｏ．３， １９５７， ｐｐ．２０１－２１５； Ｃｌａｒｉｓ⁃

ｓａ Ｒｉｌｅ Ｈａｙｗａｒｄ， “Ｄｅ⁃Ｆａｃ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ｙ，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２２；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８， Ｎｏ．４， １９８２， ｐｐ．７７７－７９５．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２ 页。



是在这两重意义上，华尔兹试图以体系结构为自变量构建理论体系。 结构现实主义的

理论目标和方法体现了国际体系在国际政治学科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三）建立行为体—结构复合关系的迄今尝试

在笔者看来，能否找到对外决策的真正原因，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定义国家权力。

权力的定义是否准确，则进一步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建立关于国家权力的本体论。 笔

者接下来将证明，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及其改进尝试，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提供了一

种更充分、更完备的权力本体论，因为修昔底德理论所基于的权力本体论能够更准确

地描述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

为国家权力建立一个包容性复合本体论的难点，在于很难在权力本体论中同时容

纳行为体因素与结构因素。 所以，当批评者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批评和改进时，他们

的讨论核心往往是权力实施过程中的行为体—结构关系，这组关系构成了权力的本体

论。 正如戴斯勒所指出的，行为体是唯一的能动者，但是如果忽视结构因素，我们也无

法解释行为体如何行动。① 年轻的国际关系学科在处理两者关系问题时往往在行为

体中心取向和结构中心取向之间摇摆往复。

国际政治权力理论的雏形是国家行为体中心的。 正如华尔兹所批评的那样，这是

因为先前缺乏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只有国别外交史研究和对外政策分析。② 接着，

因为国际体系在学科研究中具有核心地位，所以当华尔兹旨在构建真正基于国际体系

的政治理论时，他就将权力本体论的中心放在结构上。③ 正是基于结构中心的权力本

体论他才会推断出国际政治的主要事态都是结构的后果。④

华尔兹及其结构现实主义产生了真正基于国际体系的政治理论，但在理论适用时

仍然存在困难：显而易见，如果忽视行为体要素，许多行动是无法解释的。⑤ 如何既保

留结构现实主义作为真正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又克服其适用困难？ 戴斯勒正确指出，

结构现实主义产生困难的原因不在于其理论提案而在于其本体论，即这一理论如何看

待行动者、结构与行动的关系。⑥ 华尔兹割裂了行为体与结构，他认为权力是行为体

所有物，而结构则是行动者的约束条件。⑦ 为此，在试图解决行为体—结构争论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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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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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３， １９８９， ｐ．４４３．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７５—７６ 页。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８４—１０７ 页。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７４ 页。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ｓｓｌｅｒ， “Ｗｈａｔｓ ａｔ Ｓｔ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ｐ．４４４．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ｓｓｌｅｒ， “Ｗｈａｔｓ ａｔ Ｓｔ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ｐ．４６３．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７７—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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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勒更新了华尔兹的结构中心本体论，为权力提供了同时包容行为体与结构的本体

论，将行为体与结构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是结构使得行动成为可能；另一方

面，结构同时是行动的手段及后果。①

（四）行为体—结构争论中的修昔底德权力理论

初看之下，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本身就是戴斯勒权力

本体论的一个例证：一方面，必要性场景的固有结构同时包含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这提

示我们，修昔底德也认为结构使得行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必要性场景序列传递困境这一

特性（链接法则 Ｐ）阐释了结构何以同时是行动的手段及后果。 相较于华尔兹的权力本体

论，修昔底德的权力定义与戴斯勒对华尔兹的改进一样，同时包含了结构与行为体。

修昔底德的理论贡献还不止于此。 他的理论模式拓展了时间维度，明确了局部结

构。 一方面，戴斯勒已经指出结构同时是行动的手段及后果，修昔底德必要性场景的

链接法则 Ｐ 则为这一复合关系加上了时间。 链接法则 Ｐ 在互动主体 Ａ 与 Ｂ 之间增加

了一个传递结构条件的旋转门。 相比戴斯勒的复合权力本体理论，修昔底德的权力理

论增加了在时间维度上按照一定链接法则不断传递复制的一个决策场景序列。 另一方

面，修昔底德的“必要性”要素将结构现实主义中的体系结构，具体明确为行为体在决策

时所面临的局部结构。 这样，就权力的定义及其本体论而言，修昔底德叙事中所包含的

行为体—结构关系不仅最完备而且最具体。 表 ３ 总结了结构现实主义、戴斯勒对结构现

实主义的改进②以及必要性现实主义对权力施展过程中行为体与结构关系的理解。

表 ３　 权力实施过程中的行为体与结构关系

结构现实主义：华尔兹
吉尔平 ／戴斯勒对

结构现实主义的改进
必要性现实主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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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ｓｓｌｅｒ， “Ｗｈａｔｓ ａｔ Ｓｔ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ｐ．４５２．
这里包括吉尔平的霸权战争论。 关于吉尔平将伯罗奔尼撒战争视为霸权战争的看法及其问题，参见本

文第一部分。



八　 结论

通过严格的文本重构和批判性理论比较，本文论证了修昔底德关于帝国和战争的

叙事模式以及基于这一叙事模式所提炼的权力理论在本体论上远远不是结构现实主

义的。 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是一种关于必要性的现实主义，为行为体和结构关系提供

了更细致、更准确的理解方式。 必要性现实主义是对修昔底德帝国与战争叙事的合理

提炼，也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一项理论新提案。

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场景和斯巴达场景比“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要精巧复

杂，修昔底德的必要性现实主义也基于比结构现实主义更完备、更具体的权力本体论。

同时，修昔底德史述还挑战了结构现实主义更为根本的学理信念：（１）结构本身具有

恢复平衡的倾向，体系的某类特定结构能够维持体系稳定；（２）结构恢复稳定的内在

动能对战争爆发的决定作用大于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 然而，就何种体系结构具有内

在平衡的问题，结构现实主义内部亦无统一意见：在华尔兹看来是两极体系，在吉尔平

看来是霸权体系。① 无论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今天的民族国家，同样很难就最佳

国际秩序达成统一意见。 另外，对于体系到底是否能够自动达至平衡的问题，现有历

史经验并不能给出肯定回答。 当战略互动各方对于“何种体系结构最稳定” “何种国

际秩序最佳”并无共识时，修昔底德的战争与帝国叙事和必要性现实主义就比“修昔

底德陷阱”叙事和结构现实主义要更加适于解释和预测当下时刻及其切近未来。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００１·

　 必要性现实主义：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


①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 ６８—７２ 页。


